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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1909—1969）是我国著名的历史
学家，其巨著皇皇、德艺双馨，是我国史学界
璀璨星空中的一颗巨星，又是中国知识分子

的杰出代表。吴晗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学
术成就，是与其早期笃行不倦、执著追求的
图书馆学习与研究生涯密不可分的。
一、自强不息的农家学生
1909年 8月，吴晗出生于浙江义乌吴
店一个人口不过百户的小村落，他自幼聪明

伶俐、慧心巧思，在父亲的严厉教导下，无论
严冬酷暑，他都坚持刻苦攻读家中祖传的

《御批通鉴》和其他古书典籍，并且可以对某
些文章进行大段的记忆背诵。1916年，7岁
的吴晗进入育德小学，师从其父亲的世交好

友杨志冰。杨先生博学多才，为人正直，他发
现吴晗不但读书读得非常快，而且具有相当

惊人的记忆力，于是他对吴晗的父亲说：“吴
晗这个孩子实属不可多得的奇才，家里再困

难，你也要让吴晗上学”，以此积极鼓励吴晗
饱读诗书。在杨先生的悉心关怀和帮助下，
吴晗在学业上的进步很快，师生之间也建立

起了非常深厚的感情。由于嗜书如命的吴晗
记忆力惊人，又特别对历史书籍情有独钟，

因此家中原先仅仅收藏的那本《御批通鉴》
很快就被他翻阅得破旧不堪了。为了汲取新
的知识营养，吴晗便将目光转移到乡邻亲

朋，期冀向他们借阅各种可以增长见识和见

闻的历史典籍文本，他甚至为了借阅一本

书，经常能跑几十里路。有的时候，人家见他
是乳臭未干的毛小孩子，不太情愿将家中珍

藏的贵重史书借阅给他，他便苦苦央求对方

允许其蹲在门口速读。这样，还在上小学的
时候，吴晗就已经将《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等古典小说烂熟于胸，由于其读书
又多又快，当地人称他为“蛀书虫”。其实，在
吴晗的心里，他一直都想拥有一个属于个人

的“小小家庭图书室”，然而那时吴家的境况
比较贫寒，根本无力使他购买和收集大量的

历史典籍书册和其他各类小说话本。但是，

为了读书，吴晗是费了很大周折

的，在他上中学时，为了购买一本

书，他连铺盖卷都卖了，回家后还

曾遭到父亲的一阵痛打，他的大

妹吴浦月眼见她和蔼可亲的哥哥

因为购书而遭到了父亲的痛揍，

就将自己一直积攒的压岁钱全部

送给了他，在中学期间，吴晗就是如此靠着

自己的努力和妹妹的资助，购买了属于自己

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
中国“前四史”，为其适时对这些精品典籍进
行精心研读创造了较好条件。
二、焚膏继晷的燕大馆员
1925年，吴晗中学毕业，在本村椒峰小
学任教两年之后，他进入杭州的之江大学读

书，一年后又赴上海求学，以优异的文史成

绩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并在这里开始了人

生的巨大转变。当时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并
非旁人，而正是学贯中西、文史兼通的著名
学者胡适。胡适 1917年学成归国后获聘北
京大学教授，并主持创立了北京大学哲学研

究所，同时兼任英文科主任，由于参加了《新
青年》杂志编辑部，倡议“文学改良”和“白话
文运动”而声名鹊起，赢得了中国新文化运
动领袖的赞誉。由于时局紧张，胡适暂时远
离风声日紧的北京而来到上海担任中国公

学的校长，同时兼为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
课程。对于偏爱中国文史的吴晗来讲，这自
然是其不会错过的课程，而胡适关于中国文

化的精辟点评也彻底使吴晗为之深深折服，

将胡适的治学之道奉为可供借鉴的学习方

法。1930年上半年，在积累足够的史料和经
过缜密的思考之后，吴晗洋洋洒洒地写就了

一篇名为“西汉的经济状况”的课程论文递
交胡适并深得其高度赏识。之后，在胡适的
举荐下，大东书局购买了吴晗的这部文稿，

并支付了八十元稿费。不久，胡适辞去中国
公学的校长职务回到北京，而为了追随胡

适，吴晗最后决定也去北平读书[1]34。
1930年 8月，吴晗来到北平。本来按照
原先计划，他想直接转入燕京大学就读，但

是由于燕京大学一直对于学生的英文成绩

非常看重，这使得英文基础较弱的吴晗未能

实现最初的夙愿。于是，吴晗利用当时出卖
论文的八十元稿费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

公寓里暂时租住下来，并且每天步行到北平

图书馆阅读书籍。但是，因为没有固定收入
来源，囊中羞涩的吴晗毕竟不得不考虑填饱

肚子的基本生存问题，后来，经一位对他的

学识非常器重而恰好来北京造访的上海中

国公学教授推荐，吴晗找到了燕京大学历史

教授顾颉刚请求帮忙。与吴晗见面约谈后，
顾颉刚欣然答应了为其寻找一个合适工作

的请求，据《顾颉刚日记》1930年 9月 30日
云：“打电话与吴晗，告以图书馆事已成。”这
样，经顾颉刚介绍，吴晗在该年 10月到燕京
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馆员，而这个工

作对于当时如饥似渴刻苦攻读的他来讲是

再也合适不过的事情了。在燕京大学图书馆
工作期间，吴晗如鱼得水，焚膏继晷，饱读和

浏览了大量的古代文史典籍，对中国上下五

千年的文化和发展史了如指掌，颇有心得。
比如吴晗阅读过一本明代吴之器编撰

的《胡应麟传》文稿。据该文考证，胡应麟卒
年是明万历三十年，也就是说胡应麟是在

52岁病亡；而据燕京大学历史教授顾颉刚
在《四部正伪序》中的考证，胡应麟的在世年
月至少应在 60岁以上。孰是孰非？吴晗认为
应该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至少以他原有的

知识判断似乎更为倾向于前者。吴晗认为，
尽管顾颉刚曾经有助于他，但在历史学术问

题上面是只有正确与错误的，他不能因为顾

颉刚曾是他的恩师，就断然放弃不能质疑顾

颉刚研究结论的尝试。于是，吴晗借来《少室
山房文集》和《弁州四部稿》，花了将近半月
时间，对书中关于胡应麟生平的事迹进行极

为精确的梳理，然后，他参考了另外一些与

胡氏同时代的文人诗集和地志，加之参阅

《明诗综》、《全浙诗话》、《太函集》诸书，于
1931年初起草完成了一篇大约三四万字的
论文———《胡应麟年谱》，证明了《胡应麟传》
中的说法是较为精确的。在该篇文章完成之
后，吴晗将其初稿寄给胡适，并附信希望胡

适能“费一点工夫，多多指教”。在收到这篇
初稿的次日，胡适就写了回信，对吴晗的这

个初步研究成果给予了特别赞赏，由此也更

加器重吴晗，两人关系日渐密切[2]51。
三、牛角挂书的清华学子
为了全力准备大学入学考试，1931年

夏，吴晗辞去了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报

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结果他的文史和英语

都获得满分而数学却得了零分，北京大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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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校规没有录取吴晗，但清华大学却看中了

他的文史才华而破格录取了他，于是吴晗有

机会进入清华大学专攻明史研究。
在清华大学期间，受到时任北大教授胡

适的举荐，吴晗获得了“整理清代档案”的工
读生待遇，以解决个人生活燃眉之急。清华
大学藏书丰富，这对于吴晗的治学研究非常

富有帮助，他每日到学校图书馆遍览群书，

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由于涉猎比较广
泛，据吴晗自己的回忆说：“当时我自己找书
阅读，没有人指点，读了很多好书，也读了很

多坏书。”勤奋刻苦的吴晗做事总是一丝不
苟，兢兢业业，他自己了解和熟知目录学，自

己探究和掌握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和地方方

言，自己动手制作知识卡片，而对于阅读之

后的点滴思考，他也能随时写成读书笔记或

者阅读札记，甚至长短不一的文章。在清华
学习期间，吴晗的学习用功是出了名的，他

经常废寝忘食、牛角挂书，以至于获得了“太
史公”的美誉[3]8。“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凭
借着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文笔清雅、思路
广阔的吴晗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先后写下

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
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
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的青睐，许多
文章还发表在《清华周刊》、《燕京学报》、《文
学季刊》之上，这些都为他日后开展更加精
深细致的明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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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1900—1986），杭州大学教授，
著名词学家，毕生致力于词学的研究与教

学。作为 20世纪的同龄人，夏承焘早年经历
了中华民族备受异国欺凌主要是日本侵华

这一屈辱的时代，和大多数有良知的国人一

样，他在此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伟大

的抗战爱国思想。然作为学人，他不像亲临
抗战一线的爱国将士那样亲身杀敌报国，而

是用文人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思想

与爱国精神。
一、关注时事，流露抗战爱国热情
夏承焘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治词经历，

称“只是从故纸堆中寻求自己的天地”[1]240。
其实，这不过是他过谦的话，他绝非两耳不

闻窗外事，相反，在治学的进程中，他常能做

到关心时局，与时俱进，表达爱国情感。如九
一八事变，不仅是一次日本蓄意挑衅中国的

军事事件，更是一次政治事件，作为受害方，

中国军民作出了应有的回击，像马占山在东

北的抗日即为一例。对此夏承焘表现出了极
大的关注，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报，黑龙江

马占山旅长部，又战胜日本军。甲午涼山之
后，此为快举，思为一词记之。”[2]244对马部的
获胜给予了最高的褒奖，认为是 19世纪末
中法、中日战争以来中国在抵御外侮方面取
得的一次令人振奋的胜利，极大地增进了中

国人抗敌的自信力，非常值得张之，我们结

合稍后写就的《贺新涼·阅马占山将军嫩江
捷报》一词来说，扬之愈高，隐含作者爱国感
情愈深。几个月后，在得知马氏“变节”后，夏
承焘即刻表现出了另一种反映：“闻马占山
已软化，可恨可恨。”[3]273在痛恨的同时，鉴于
当时的行情，又表达出了一种痛惜之情：“闻
马占山被刺已死……市上马占山香烟才开
市，此人乃末节不终，堪浩叹矣。”[2]273这里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马氏当时非“变节”，而是
“诈降”，也没有“被刺死”一事，因马氏前后
表现出的“判然”，在外人没能了解到真相的
情况下，按照传播通常的规律，其“末节不
终”的行为将会有不同说法的传出甚至是流
言四起，作为极其关注此事的局外人，夏承

焘难免不从相关的传闻中了解到事态的“发
展变化”。然正是从他的这一前后截然不同
的态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夏承焘所展现

出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抗战爱国之情。随着日
寇侵华势态的日渐加剧，夏承焘的这种爱国

热情也与日俱增，如他在 1936年 12月 13
日的日记中写道：“于学生壁报上见大公报
访员范长江记国军攻百灵庙之役，大为兴

奋，当时欲挥拳击玻璃碎之。”[2]481百灵庙战
役是在日本全面侵华前夕，在傅作义将军领

导下取得的一次重大抗战胜利，它极大地鼓

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是值得人们庆贺

的一件大事。而此刻的夏承焘却表现出了超
乎寻常的反映，一种积压已久的亢奋，终于

借此得到了释放，足见他此时抗战爱国热情

之高涨和心情之急切。“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身为文人，夏承焘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
难关头，在积极关注时政的过程中，将自己

的一腔抗战爱国热情予以了充分的展现。
二、写诗作词，寓于爱国情感
作为一个时刻能够关注社会现实状况

的作家，无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于已是满目

疮痍的世界中去，从中摄取取之不尽的创作

素材，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夏承焘是词人，
同时也作诗，“值八年抗战，流离转徙，抚事
伤时，其爱国热忱与民族节概，每不自觉流

于笔端”[3]749，这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能够
占据一席之地的关键所在。此举诗、词各一
例，以见他寄托在作品中的抗战爱国之情。
诗如写抗击日军入侵上海的《沪战壮士歌》：
“同气相残悯汝曹，东瀛妻母梦徒劳。归来满
袖黄人血，含泪灯前看大刀。”这场发生在抗
战初期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战期
间战斗最惨烈、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诗作
没有直接去描绘激烈的战争场面，而是站在

双方人民的立场，认为它违背了中日两国人

民的意愿，非正义之事连有良知的日本人也

能感知到它必败的结局；作为我方守将，则

深怀杀敌报国保卫大上海的普遍心愿，它暗

示了此役中国军民虽伤失惨重，但粉碎了侵

略者速亡中国的妄想，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

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深刻地抒发了作者抗战

爱国的强烈感情。词如《水龙吟·丁丑冬偕鹭
山谒慈山叶水心（适）墓，时闻南京沦陷》：九
原人比山高，海云过垄皆奇气。草间下拜，风
前共忍，神州凄涕。梁甫孤吟，南园尊酒，谁
知心事。招放翁同甫，精魂相语，南渡恨，鹃
声里。沉陆相望何世。送千鸦、苍茫天水。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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